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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三峡地区民间“搭红”现象的巫文化解读

——以大巴山区城口县为例
*1

邓晓 陈太红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 位于大巴山南麓的重庆城口县，南与巫山相连，北与秦岭毗邻，属于环三峡地区。其文化以巴文化

为主，初以自然为神，继而崇蛇、崇虎，同时又受楚、秦文化影响。当地民俗自古尚巫，如今亦以“搭红”为突出

表现。在大力提倡保护自然生态，维护社会安定，挖掘民俗文化，发展绿色经济的今天，从保护自然生态、合理利

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探究当地的“搭红”民俗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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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巴山区的“搭红”民俗

“搭红”是大巴山区民间盛行的一种习俗，尤以重庆市城口县表现突出。据城口县文化委 2015 年组织的调查表明，在城口

周边的陕西镇坪、四川岚皋、宣汉、万源四县市，十二个镇( 乡) 、社区，“搭红”现象普遍存在。单就城口县而言，其 10 镇、

13 乡、2 街道( 除葛城街道外) ，就有寺庙和搭红点 155 处，含遗址 9 处。
［1］

“搭红”习俗源自远古大巴山民的自然崇拜，

继后演化为当地重要民俗，至今仍有着相当广泛的民众基础，是该地区极富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搭红”是一种为“神灵”搭挂红布的祭仪，被“搭红”的主要对象为大树、奇石与洞窟( 岩壁) 。在城口具有代表性的

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一是大树类。有东安镇德安村六社的铁衫王，需要七个人才能合围，该村因此得名“大树村”; 鲜花村二组的古樟树，高

20 余米; 黄河四组的光叶榉，主干高 18 米; 岭南村六社夏家院子的光叶榉，主干高约 23 米; 夏家房屋右侧银子岩的大枞树，

粗 5．2 米，高 20 米; 团结二社的古松直径 1 米、高 13 米; 明中乡龙门溪金池村的银杏王，树高 33．17 米、围粗 10．52 米，

距今已有 1900 多年历史。

二是洞( 岩) 类。有治坪乡星红村三社红花梁的观音洞，供奉观音菩萨，每年进行庙会祭拜，本地村民与外地游客多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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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高楠镇方斗村三组的观音岩( 该岩又叫犀牛望月) ，由于这里的石洞里置有观音菩萨像，因而得名; 坪坝光明村 7 组的

观音岩，这里有白拦垭和观音岩两山夹峙，坪坝河从中穿过，观音岩上有小道通过，岩下有深潭，极其险峻，据传原庙中有自

然生成飞石观音。
［2］

“搭红”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大巴山区各地的“搭红”仪式大致相同。首先，是在特定的时间( 节日)或背景( 因为某事) 下，

由祈祷者对山神、树神、药神( 体现为山石、大树、断崖等) ，或者山庙里供奉的土地、观音请愿，祈求神灵帮助或保佑自己

实现某种心愿。然后承诺: 一旦愿望实现，自己将回到许愿地感谢神灵即“还愿”( 以红布若干丈奉献) 。“还愿”的方式主

要为在许愿地拉挂红布———“搭红”，其间少不了烧香祭拜和放鞭炮。“还愿”规模的大小视当初自己许愿的大小和后来成

功的大小而定，按约定俗成的惯例奉献红布。布宽约尺许，长度有三尺三、一丈三或三丈三的，也有献整匹的，他们将这些红

布缠绕在树身、石身及其周围，有的足足几公里长。树旁的梯坎、路面、拜台，也多由还愿香客捐建。

请愿的内容各不相同。民众向山神请愿的内容大抵包括三大类: 一类是“求财”，这是备尝艰辛的山里人向往美好生活的

愿望; 二类是“求子”，尤以婚后不育家庭为主，事关家族香火之延续; 三类是“求平安”，或求保佑子女健康成长，或为病

人求治消灾，或求家人出门平安。

“搭红”采用的方法没有定式，这大概与环境相关。在布局上往往因地制宜，大致有三种: 一是直接围绕祭拜对象搭挂，

以缠绕、垂挂的形式实施; 二是因势利导在对象周边拉挂，形成辐射状红布区域; 三是在前往祭拜对象的沿途搭挂，将红布系

于沿途树干或廊柱，形成红色长廊。在手法上常常以缠绕和打结为主，有的单条长连、也有的是将多条绞在一起，似呈无序状

甚至有些杂乱。究其原因，一则是由于“搭红”者随心所欲地操作，二则是后来者叠加“搭红”的结果。但在视角上，这种没

有定式的“搭红”方法，反倒有着粗犷的美。

“搭红”的色彩认知渊源由来已久。奉献的布料之所以用红色，当与山民对红色的特殊认识相关。红色代表喜庆、热烈，

也彰显着旺盛的生命力。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就曾有意识地在死者身旁撒过红色的赤铁矿粉，“民族学资料表明，近代

处于原始社会的一些氏族部落，认为红颜色表示鲜血，血是生命的来源和寄生之所”
［3］394

。生活在巫巴山地的白虎巴人便曾以

人血祭祀，史载“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焉”
［4］2840－2841

。大巴山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使山民将先

辈对红色的情感认知代代相袭。

体现“搭红”的民俗传统是有矩可循的。大巴山人对山神祈求的目的各有不同，从而决定了“搭红”行为的自发性与分散

性，但约定俗成的时间选择和祭仪的方式也是有的。时间上，除临时安排外，“搭红”大多在正月初一、农历二月十九、六月

十九、九月十九日等“吉日”进行。人们认为正月初一是年、月、日的开始，当天祭神会带来好运，即“正月一日，是三元之

日也，谓之端月”
［5］1

。而后面三个则分别是观音菩萨圣诞、成道和出家的好日子，观音菩萨被认为是亲民的神灵。祭仪内容则

因事而异。以替孩子拜“树干爷”“树干娘”为例，其程序大致为: 先供奉三荤三素六碗菜、一碗饭、一盅酒于树下，再点燃

一对红烛、三柱香，待炸完一挂鞭炮后，报上小孩姓名及“生庚八字”，并拉其面树三拜，连叫三声“干爷”“干妈”。接着，

要在树下给孩子取名如“×树生”“×林生”“×根生”等，此后孩子则需要叫古树大木为“树干爷”“树干娘”，此后孩子

及其家庭便将大树视为亲戚，除每逢年节时的祭拜外，平时还需为其培土、疏枝、除虫、除草等。这是质朴山里人与大山永恒

的约定。

大巴山民通过“搭红”的形式，一方面把各种美好的期盼寄予大自然———山神; 另一方面，他们又年复一年诚实地如约

履行自己许下的承诺，在事实上维护着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

二、大巴山区“搭红”民俗探究

大巴山的“搭红”源自何时、何处，且为何与观音同拜，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探讨的。研究表明，“人们较早崇拜的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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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地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影响最大并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自然现象和自然力”，且“居住在山区的人们普遍崇拜山神”。
［6］12

人类崇拜大自然始于新石器时代。大巴山区的自然崇拜长期以来与观音崇拜杂糅，应主要缘于两者均是为民赐福的本质，但佛

教传入中国至少是在汉代以后，其远晚于当地先民的山神祭拜当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我们有必要对大巴山区“搭红”民俗的性质进行探讨。大巴山腹地的“搭红”现象源于先民为谋求更好的生存，而

自发兴起的自然崇拜。它以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为前提，没有成熟的宗教礼仪。它体现出人类在十分落后的生产力背景下与大自

然沟通的努力，而非盲目的迷信，只是这种原始的自然崇拜到后来与对救苦救难观世音的信仰相结。即便如此，山民们渴望幸

福、平安的初衷并没有变。

大巴山的“搭红”民俗保留了高度的原始形态。它以山石、树木、动物为敬畏的对象，这种最原始的自然崇拜源自先民“万

物有灵”的观念。他们崇拜“山神”大致基于两个原因: 一是对大山的感激。从最初依靠采集果实和狩猎求生，到后来刀耕火

种的原始农业，先民们始终以大巴山为衣食之源。他们靠山吃山，与山里的一切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他们崇拜光叶榉( 红皮

子树) ，是因为它曾在灾荒年有恩于民，史载: “欜，树皮可食，遇荒，( 城口) 厅民以此充饥。”
［7］卷十八·物产

他们对大山满怀

感恩之情。二是对大山的敬畏。在先民眼中，“自然神的本性是善的，一般情况下是保护人的，是为人排忧解难、消灾降福的。

不过，若人们冒犯它，违反了某种禁忌，那么它也会降祸于人。”
［8］15

阴森广袤的树林、险峻的巉岩怪石、出没无常的虫蛇猛兽、

狂野急湍的山洪、变幻莫测的风暴雷电，这一切随时都在威胁着山民的生命安全，使之产生敬畏之心。于是他们跪拜山神，唯

恐因为自己的言行不慎招来惩罚。

大自然对大巴山先民的恩威并施，也在城口的“石圣人传说”中得到体现。相传“三皇五帝”时，大巴山的马桑树在历经

数万年的生长后攀升上了天界。一天，齐天大圣孙悟空顺着它爬上了天宫，并掀翻天河导致人间洪水泛滥。玉皇大帝派遣黄安

到人间治水，他斧劈九座大山开通河道，遂有了如今从黄安坝流下来的河水和九道峡口。玉皇大帝封黄安为“泽灵侯”，并将

水患后的山川赏其为封地。为防止孙悟空再爬大树上天，黄安使马桑树“三尺弯腰”不能成材。天长日久黄安化为了“石圣人”，

成了当地人“搭红”的对象。
［2］

由收获产生的感恩与由威胁产生的敬畏，使大巴山先民产生了“山神”崇拜。但是先民们很难想象山神的模样，因为它神

通广大、无处不在又变幻莫测，于是山中的巨木、怪石乃至动物便成了山神的化身。其认知逻辑是: “山把自己壮观、险峻的

形象展现给人们，同时为人类提供了无数的树木、果食、石料和水土，山林中又隐藏着许多动物，这些给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带

来极大的方便，使人类对山产生了许多幻想，开始进行崇拜。”
［8］45－46

于是，我们在讨论大巴山“搭红”民俗的性质时，就不再简单地将其与封建迷信相提并论了。首先，它缘于原始先民“万

物有灵”的基本认知( 由当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 ; 其次，是远古先民对大自然恩赐朴素的情感回报方式，如同孩子对

母亲的回报; 第三，是出于人的本能对强大自然力的趋利避害，恰如孩子对严厉家规的服从。这种人类力图通过与大自然的交

流、利用，求得赐福与平安的手段，实为他们“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9］113

的

结果，是一种积极的生存态度，虽然在认知和行为上存在不少非理性的因素，但在本质上确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城口民众“搭红”祭神的地点分析。考察此点的意义在于使“搭红”原因落到实处。调查表明，“搭红”的地点一

是在交通要道旁，二是在古木奇石处。前者，往往是悬崖峭壁、山路崎岖的地方。史载城口人“少逐末”，“商贾亦多外来，

以棉花、布帛、杂货于场市与四邻居民赶集交易。复贩买药材、茶叶、香菇、木耳、椒、蜜、猪、牛等往各省发卖”。
［7］卷六·风

俗
同时，城口自古产盐，其外运亦十分重要。但由于境内前河、仁河滩多、水急、落差大，不利长距离通航，

［10］269－270
故人们贩

卖山货及运盐多走山路，这就加大了山神崇拜的权重。人们出门时祈求旅途平安、回来时便要“搭红”谢神。例如，坪坝光明

村 7 组的“观音岩”，岩上小路原为出山要路，白拦垭和观音岩在此夹峙，坪坝河从中穿过，下有深潭，地势极险。当地人为

求出入平安，以岩上有石似观音，取名“观音岩”，并建庙搭红祀之。后者，人们对着古树、奇石祭拜的原因，是因为古树不

仅以其长寿被视为神灵令人敬仰，还由于山民“居多板屋”且“以木料、木器为利”的依赖; 而具有人形的奇石更被直接想象



4

为山神的化身。山里人本着“物以稀为贵”的观念，常下意识地将其与自己的命运相系并编撰故事，为其“搭红”。

第四，大巴山的“搭红”习俗，亦是当地原始巫术的延续。在先民眼中山神是变幻莫测的，除木、石外，它还常以鸟、兽

的形象给人以种种启示。在城口的传说中，当地的盐是由白斑鸠带来的，“相传明初有陈罗二人捕猎至此，见白斑鸠飞入岩穴。

白水出焉，尝之味咸，遂煎成盐。”
［7］卷五·古迹

与此相似的传说在周边地区还有不少，如巫溪的“宝山咸泉”，“其地初属袁氏，

一日出猎，见白鹿往来于上下，猎者逐之，鹿入洞不复见，因酌泉知味，意白鹿者，山灵发祥以示也。”
［11］卷三·食货

云阳的“白

兔井”，传汉高祖元年，因部下狩猎跟踪一只白兔，而发现涌出地表的自然盐泉，遂令当地人开井，取卤煮盐。［12］1250 所

谓“山灵发祥”，即指山神的恩赐，而“白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代表着灵物。另一个例证就是，当地的先民巴人崇蛇、崇

虎，则是因为两者在大巴山中无处不在，且随时威胁着山民的安全。前者是为了感恩，后者则为求庇佑化矛盾。人们采用祭祀

的方式，虽然从思维逻辑上看，属于一厢情愿且有自欺欺人之嫌，但确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地先民的勇敢人生态度。

大巴山民祭祀山神没有专职祭师和严谨的仪式，其烧香、放炮、“搭红”的习俗，传袭了原始巫术的内涵，与环三峡地区

“家为巫史”的民间传统一脉相承。史载: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

质。”
［13］275

其“民神杂糅”( 人神间关系模糊)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各家祭祀都自任巫师) 的古俗与这里的山神祭祀

颇为相似。古书释“巫”曰: “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古者巫咸初作巫。”
［14］100

又，“男巫掌望祀、望衍、

授号，旁招以茅。冬堂赠，无方无算; 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吊，则与祝前。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
［15］372

由此，我们注意到两点: 第一，巫巴山地巫术活动出现甚早，且最早出现大巫师巫咸; 第二，巫术活动男女皆可为之。

最后，有必要探讨大巴山“搭红”的实际效应。调查表明，山神崇拜这种被认为具有主观非理性内涵的民俗，在当地产生

的客观效果却是良好的: 其一，它促使了人心向善，出于对大自然的坦诚，将祈愿是否灵验与行好事、做好人、孝顺父母等传

统道德结合; 其二，基于对自然力的畏惧，使人们不愿、不敢破坏植被，促成了群众性的爱林、护林风尚; 第三，因为与树“结

亲”( 认其为干爷、干娘) ，人们便自觉地想方设法保护大树，对青少年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其四，人们自觉营造绿色

文化氛围，通过编故事既讲树、石显灵，祈福成功，也讲因果报应。以德安村古树传说为例: 远在陕西的一位老爷，因洗脸时

常在盆中见到该大树，于是遍访各地终于在城口找到了它，遂视为神。为保护这棵树，他以铁屑铆其四周、用石头围砌树根、

用篱笆围护树干防止别人攀爬。显然，人的社会和谐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搭红”带来的客观效应。

探究表明，山神崇拜源自远古，是当地先民生存智慧的体现，且因其体现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与共生，经代代相传积而

成俗，并成为植根于巫巴山地的普遍文化现象。

三、大巴山“搭红”民俗的保护利用

大巴山区的“搭红”民俗，反映了当地自然与人文生态的密切联系。“文化生态”是人类在其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的社会

实践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种生存文化状态，它与当地的自然生态息息相关。由于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与创造的前提，因此文化

生态与之互为表里，正所谓“文附于质”，山神文化即由此产生。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搭红”民俗，既是大巴山先民对自然现象的人格化认知，也是他们与大自然订下的契约。它起因

于人类对大自然的感恩与敬畏，更体现了他们与自然力沟通的愿望与自信。由此，我们亦可将其视为万物之灵———人类征服

自然的特殊方式。数千年来大巴山民遵守着这个契约，并最终采用“搭红”的形式来完成。长此以往，在大巴山区“搭红”的

理念和形式已经深入人心，并约定俗成为一种特殊文化生态。也正是由于这种习俗的存在，在当地保留下不少古树，它们作为

当地原始巫文化的图腾，已经根植于当地的民俗之中，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们研究“搭红”民俗的意义，不仅在于探讨大巴山的人地关系，探讨当地先民的原始思维及其实践; 更在于确认人们对

“搭红”契约的践行结果，即在客观上较好地维护了自然生态。这是一个由内至外、从知到行的文化体现。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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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拜树活动中，当地人对大自然的亲近及精神追求的份量，已远远超越了对自然力的恐惧，活动中的非理性与神化色彩

已经不断地淡化。

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当前城口文化的发展方向之一。也正是着眼于未来，重庆市政府提出

了建设城口“生态涵养发展区”的规划，这同时也使城口县面临亟需解决的两大难题: 一是如何保护、利用好现有的自然生态;

二是在地方经济转型中，迅速找到新增长点。对前者，笔者认为需要做到两点: 其一，充分认识自然生态与人类文化生态间相

互依存、互动发展的辩证关系; 其二，划定红线切实保障好自然空间的稳定性，科学维护好保护区的物种生态平衡，保证其可

持续发展。

要科学维护生态平衡，亦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当地自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使自然生态与文

化生态和谐发展; 二是积极发展旅游生态经济，把握住当代旅游的大众性、差异性与常态性。笔者认为在城口经济的发展中，

将“搭红”民俗用作打造旅游文化重要亮点，具有以下意义:其一，“搭红”民俗作为长期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保护与

利用价值; 其二，“搭红”民俗所具有的自然生态内涵，符合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要求; 其三，“搭红”民俗的山神崇拜包含

了丰富的神话与民间传说，极有利于旅游开发所需要的文化诉求。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提出的要求，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得以延续的重要途径。因此，城口地方在充分认识和处理好遗产保护中的自然生态与

文化生态关系的基础上，或可通过推出“山神”文化，将“搭红”的民俗植入城口地区的旅游经济宣传中。建立起一条由自然

生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方旅游业发展———原住民参与致富的绿色产业链条。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以本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依托，划定旅游核心景区，打造具有积极意义的、富于原生态内

涵的“山神文化”; 其二，以传统的“搭红”地点为主体合理布局，选择、增加典型景点，以点带面科学规划游览路线吸引游

客; 其三，根据当地山神传说与民间故事，加工编撰故事集使之与“搭红”景点遥相呼应，让古老文化焕发青春; 其四，精心

策划、因地制宜打造核心景点，如构建大规模“搭红”的“巴山神坛”与传奇故事的展演场地; 其五，鼓励当地民众积极参与、

确保其切实得利，是山神文化自觉传承和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比如从事导游、表演、解说及各种休闲服务等。

大巴山的“搭红”民俗是该地区特色十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进行保护与合理开发，确可视为地方绿

色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综上所述，“搭红”民俗作为大巴山区独特的传统文化，是千百年来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结晶，是当地先民对大自然赐

予的感恩与敬畏的体现，也是其与自然界积极沟通的结果。在“搭红”民俗中包含了环三峡地区远古的巫文化传统，寄与了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也传承了当地民间优秀的民风民俗，是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发展当地旅游业的有效资源，

因而具有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和利用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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